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作者 :宗廷虎  添加时间：2006-3-3 19:45:25  点击:1078

[标题]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

[所属年份]  1999 年 第4期

[作者]      宗廷虎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摘要]      80年代以来，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被公认为登止了一个新的台阶。1998年底吉林

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部书由著名修

辞学史家郑子琦、宗廷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它标志着我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水

平。本文着重探讨了陈望道修辞学米思想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重大影响，包括对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修辞学通史》的影响。作者还回顾了《中

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缘起、写作原则及研究修辞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学米意义。

[正文]  

    80年代以来，我国的修辞学史研究论著迭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

点，《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上周延云先生《论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一文中，已有

精当的评述。1998年底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郑子瑜、宗廷

虎主编，陈光磊副主编)在八九十年代修辞学史著的基础上，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修辞学史作了更为

详尽而深入的论述。国内外对此已发表书评一批。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林万苦教授在该国《联合早

报》上撰文，认为这套书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上的“·空前盛举，备受各方瞩目”。《复旦学报》

也于1999年第4期特辟专栏予以评介。中国修辞学史研究二十年 

来为何能取得颇大的进展，追溯起来，我们认为与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断影

响有很大关系。本文着重从此角度进行探讨。 

    一、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是历史的总结，也为未来开拓了新里程 

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作者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对它们进行融合贯通之后的进

一步深化。《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对我国古代修辞理论的继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善于发掘.广泛吸纳 

    据大概的统计，《发凡》总共引用我国古代修辞论说172则.吸收的内容比较全面，它们涉及修

辞理论、词句篇章修辞论、辞格论、文体风格论等多个领域。 

    以修辞理论为例，《发凡》引了诸多古人探讨文质关系的理论，有的论著经过《发凡》的引

用，为世人珍重。如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六)引武叔卿的话:“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

反以蔽，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指出当

“质”与“华”、“拙”与“巧”发生矛盾时，则宁取前者。也就是王安石《上人书》中所指出

的:“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即修辞的目的要为

“适用”服务，绝对不能主次颠倒。这一理论可说抓住了修辞的根本。再以词句篇修辞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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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凡》论及文章衔接时，引唐彪《读书作文谱》(五)中的话指出“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

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数句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

气即不贯”，这些论述，均是从写作实践中归纳出来，因此颇有说服力。再如《发凡》集录记载

古人有关辞格的现象，谈及比喻、借代、双关、引用、夸张、倒反、婉转、避讳、析字、复迭、

对偶、错综等23个辞格。有的辞格，连名称也是比较了古人的多种论述后才确定的。如“借

喻”，《发凡》举出元代陈绎曾《文说》称为“隐语”，明代杨慎《丹铅总录》称为“譬况”，

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又称为“暗比”，这些称呼，《发凡》认为“或太浮泛，或同别人的譬

喻名称不很连贯.都觉得不太适用。”后来还是采用元代范德机《木天禁语》的说法，把它定名为

“借喻”。 

    〔二)如实反映学术争论 

    如有关“节缩”辞格，《发凡》先举清代钱大听《养新录))(十二)中指出的汉、魏以后，历代

文人运用节缩不当的例多达几十个。接着指出，清代顾炎武是把节缩骂得最厉害的一个，称这种

“剪截名字为‘不通夕”(《日知录》二十三)，这就失之于偏颇。但俞正燮《癸己存稿》十二中反

批评顾炎武等人“浅陋无知”，不懂这种手法的妙用。再如关于排比，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曾

经批评《谷梁》中的有些文字运用排比句“太烦赘”，主张不用排比句，以类逆来代替。清代魏

际瑞的《伯子论文》评论说:如果按照刘知几的改法把排比句删除，“这样简是简了”，可是“神

情特不生动”。列举了古人不同观点的争议，为正确取舍莫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辩证对待，批判吸取 

    《发凡》对古人的论点并非一味地继承，而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对不妥当的论述展开批

评。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认为:“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发凡》抨击说，“这只

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指出在礼拜文言的时期，“轻蔑语体〔口头语言)压抑语体，贬称

它为‘但语”，，这是不奇怪的。又如《发凡》引王安石《上人书》:“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

绘画也，”批评它为“装饰说”。同时，《发凡》还多处引用元代王若虚《浮南遗老集》和唐彪

《读书作文谱》中批评古人语言运用失当之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四)对宋代以后的修辞理论，格外予以重视 

    陈望道先生曾经对我们说:“我研究修辞，对宋以后的比较留心，因为宋以后的修辞研究特别发

达，值得推敲。’，①《发凡》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在全书所引古人有关修辞的172条论述

中，宋以后的即有131条.占76%以上，究其原因，也许由于宋代以后文体区分得更细，人们的研

究较古代更为深入的缘故吧。 

    综上所述，陈望道修辞思想是古人众多精湛理论的总结，是在批判地继承前贤遗产基础上所结

出的硕果，这显然也就为修辞学开拓新里程，建立了一座丰碑。《发凡》的思想影响了整个20世

纪的中国修辞学，经久而不衰，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二、陈望道修辞学体系和修辞学史研究 

    (一)“文之工者.美必兼两”说和陈望道修辞学体系 

    陈望道《发凡》的修辞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引下形成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有关文章

中早有论述。②这里补充申述的是，《发凡》同时还接受了古代修辞思想中朴素辩证法的影响。 

    《发凡》论“跳脱”辞格时，曾引用清代魏禧《口录论文》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又论古乐

府以跳脱断缺为古，是己。细求之，语虽不伦，意铆相属，但章法妙.人不觉耳。然竟有各成一段.

上下意绝不柏属者，都增减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盖意虽不属，而其节之长短起伏，合

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乱也。……知此者可与读文矣。(第2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这段话指出“跳脱”虽然形式上是“断缺”了，但内容上的文章却仍紧密相连，“断”与

“续”。还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实际上这段话仅仅是魏禧论述修辞辩证法所举的一个方面。

《日录论文》一开头即以“文之工者。美必兼两”来统帅。《发凡》论“跳脱”以引魏禧上述语

录作为全文的结语，可见望道先生对魏禧朴素辩证法的重视。 

    《发凡》也曾称赞周钟游编的《文学津梁》，认为它是“在这一方面颇可备供参考的关于中国

修辞古说的参考书。’，⑧《文学津梁》中收有清刘熙载《艺概》中的《文概》。《文概》朴素

的辩证思想十分突出，例如它指出:章法不难于断而难于续……明断，正取暗续也。《通史·近现代



卷》曾专门评述这句话体现了辩证法。《文概》中的辩证法思想正与魏禧《口录论文》，甚至从

先秦时期老子开始，历代均有传承的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十分重视吸取中国古代修辞理论遗产

的陈望道先生，其修辞学体系中可以说是深深地打上了朴素辩证法的烙印。 

    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体系与其他学者所建立的修辞学体系显著区别之一。《发凡》的辩证

法思想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望道先生的老友乐嗣炳先生曾回忆说:望道先生写作《发

凡》时，是“长时间思索着修辞学理论的”。望道老先生生前也一再告诉我们这一点:讲修辞不能

只讲辞格，也要讲理论。《发凡》建立的一系列修辞理论早已脍炙人口，如“调整语辞”说，

“语辞形成的三境界”说、总结“条理”、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修辞现象

的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这些理论与修辞手法的两大分野构成了

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修辞理论中.“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又起着主导作用，它

与其它理论也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2、既探讨积极修辞规律.也探讨消极修辞规律。《发凡》既探讨积极修辞中辞格与辞趣的规

律，又把辞格分为四大类38格，然后逐格进行探讨。与此同时，还从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四

个方面探讨消极修辞规律。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从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这

一点。 

    3.既研究文言文修辞规律，又研究白话文修辞规律。刘大白在《发凡·序》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发凡》是“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底第一部”。这就说明《发凡》既研究

文言文修辞，也研究白话文修辞。望道先生在1962年《发凡·重印前言》中就回忆说:《发凡》当

时的写作意图之一，是想同当时流行的“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的“偏见”进

行“争论”，因此，《发凡》不但收有大量的典型的文言文例句，也有一部分白话文例句，并分

别总结它们的规律。从这一角度也体现了作者辩证的思维观。 

    4、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 

《发凡》既重视书面语修辞，又重视口语修辞，不仅在第一篇第一节，开宗明义地对不重视口

语、压抑“语体”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批评，还进一步指出“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

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这就点明了口语是“源”.书面语是“流”。同时还认为.

在表达形式上。“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书面语修辞与

口语修辞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和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发凡》的体系从不少方

面都体现了“文之工者，美必兼两”的观点。 

    (二)《发凡》对古今修辞理论的重视 

    《发凡)对古今修辞理论的重视程度，与同时代或比它早问世的修辞学专著相比，是较为罕见

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全书各个篇章中大量引用古今修辞理论并进行评论 

    如前所述，《发凡》引用古今修辞理论170多条，它们平均地分布在全书各个篇章中，不仅在

《发凡}’’引言”、“结语”的理论探讨部分，引用得很多，即使在辞格、辞趣部分，也同样引

用得不少。尤其对有些辞格，作者除了在正文中引夹叙、夹评外，还常常设立“附记”、“备

览”等专门评述。这既表现了作者对前人修辞遗产的重视;同时也为全文增添了理论色彩。 

    《发凡》对大部分古今修辞理论是予以肯定或褒赞的，例如它曾对古代有些修辞理论褒奖有加:

“王若虚的《滩南遗老集》，俞越的《古书疑义举例》，对于修辞研究所以比较地有贡献，也便

是因为他们极注重实例的缘故”。有时发现它们存在不当之处，也作出有力的批评。如论“引

用”格时，曾引《高斋诗话》对王安石《桃源行》诗中有些语句引用不当进行抨击，《发凡》深

表同意，说:“诗中却竟那样说，那就更应该严加批判了。”不论是褒赞还是批评，都表现了《发

凡》对这些修辞理论是认真对待、非常重视的。 

    2,《发凡)))"结语’，专论修辞学简史 

    《发凡》第十三篇“结语”简要地论述了汉语修辞发展演变史。作者把二千多年来的修辞学流

变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萌芽时期，指先秦至”世纪末。特点是没有把修辞当作一种专科学

术来研究。第二是“修辞文法混淆时期”，指1898年《马氏文通》间世后至1919年“五四”运



动前。主要特点是修辞与文法混淆，“拿修辞论的材料混充文法”，如刘金第的《文法会通》

等。这一时期修辞学的范围、界限虽然依旧不清，但已比以前明白了不少。第三是“中外修辞学

说竞争时期”，指1919年至1932年。这时修辞学渐渐独立，修辞学与文法的竞争业已结束，却

开始了中外修辞学说的竞争.《发凡》以唐城的《修辞格》和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分别作

为学习外国学说和继承中国修辞古说的代表。认为前者企图用外国修辞学说来解释中国修辞现

象，后者力争用中国传统的修辞观来规律今后的修辞，“两面的业绩，都颇可看”，前者可使我

们知道西方说述辞格的大概，后者也可使我们省些翻检抄录旧书的烦劳。” 

    《发凡》“结语”专论修辞学史，虽较简略，但与30年代于《发凡》之后间世的其他修辞学著

作相比(如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都列专

章论述修辞学史)，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发凡》所论，完全是作者根据中国修辞学发展实

际，独立概括出来的，与后几部书主要模仿日本学者写成不同。第二《发凡》论修辞学史部分与

全书其他章节一样，参加当时“论争的气氛很重”，因此明显地详今略古，对“修辞文法混淆时

期”与“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的不同学说与论点的得失，进行针锋相对地评论.等于进行了历

史的总结。这一点不仅与《发凡》全书风格、体例完全一致，而且对修辞学今后的发展，起到了

指导作用。这也是当时另外几木列专节论修辞史的著作不能比并的。 

    《发凡》专论修辞学史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为

例，他于1933年底，就在《发凡》的影响下，编篡了一本古代专门辞格论资料，取名为《修辞讲

话》。赵氏在《序》中说:“这本书名·，·…准确的说来，实在应该称为《修辞格探原》或《中国历

代修辞论分类辑要》的”。其特点是“选集历来前贤对于修辞的议论，取来分类排比。’，⑤ 

    说赵氏此书是在《发凡》影响下写成，理由有只:第一，该书《序》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

“讲修辞学，到现在为止，恐怕谁也不能超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陈望道在修辞学上的

贡献的赞美.溢于言表。第二，《序》中又说:“凡是陈书所引用过的‘本书便不再引。”可见赵氏

在编篡此书时，是时时与《发凡》作对照比较的。第三，此书完全采用了《发凡》辞格分类的体

系，把辞格分为四大章二十七格，这四大章即《发凡》所区分的辞格的四大类。由于分类的体系

性较强，《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评论此书是:“我国有一定科学体系的辞格资料专辑”、

“对辞格理论史及辞格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发凡》的影响是分

不开的。 

    (三)陈望道60年代论修辞学史研究 

    望道先生60年代在一些讲话中多次论及修辞学史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论我国修辞学研究“源远流长”， 陈望道1961年3月18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讲话时

提出:我写《修辞学发凡》也是为了反对复古。当时……我既把修辞提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同时还

追溯修辞研究的历文，例如对辞格研究就是如此。我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修辞学，我国修辞学历文

是否源远流长，《发凡》也作了一定的回答。(((陈望道修辞论文集》第2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点明《发凡》对修辞学史也有过一定的论述。1965年9月2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

修辞的研究在我国也开始得很早，历史很长久……(同上，第310页)再次强调我国修辞研究的历史

“很长久”，又“开始得很早”。《发凡》“结语”部分就曾论及《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

以辞害志”的观点。 

    2、论我国修辞学史有自己的特点 

    陈望道在上文中同时指出:修辞的研究在我国也开始得很早，··一也有自己的特点，解放以后，

修辞学在注重实用和普及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但深入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应当加强。特别象文体

风格才面的研究很可以努力一番。(同上) 

    既指明我国古代修辞研究是“有自己的特点”，也指明解放后修辞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他在论述我国的风格研究时，也说: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研究的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

的一宗宝贵的财富。我国研究风格.包括语丈“体裁”的表现“体性”，是很早的……。不过.我们

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不一定是人家那个样子。……我们要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k的科学的风

格学 (同上)。 

认为我国风格研究与修辞研究一样，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它不同于外国的“那个样



子”。并建议要建立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的风格学。     

3、论研究“史”的目的和途径 

    关于研究“史”的目的，望道先生说:学米上也要提倡爱国主义，应当注意中国的学米史，要了

解和总结我国古代以至近代在语文学术上的研究成就。这决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为了

发展今天的研究。(同上)。 

    直接点明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古为今用。关于研究的途径，他说:第三步是确

立古今中外的关来，决定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陈望道修辞论集》第287页)。“要，，来了“东西”怎么办?他在

1965年9月20日的谈话中说:学习··一切不可生搬硬套。问题是在于要能“化”。我们讲语言学研

究的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米研究里面。我们怒，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的

语言健康的发展。(同上书，第311页)。这里的“化”，就是批判地吸取，为我所用。 

    综上所述，可知望道先生60年代论修辞学史的论域宽广，能抓住特点针贬时弊.既富理论色

彩，又对实际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修辞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 

    (一)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和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郑子瑜先生1965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⑦，

1984年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都是最早问世的中国修辞学史

专著。郑子瑜先生之所以走上研究修辞学尤其是研究修辞学史的道路，完全得益于《发凡》的滋

润。这一点，郑子瑜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均一再阐述过。 

    (二)陈望道修辞思想哺育下的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 

    “十年动乱”后不久，1977年10月，望道先生与世长逝。先生去世后，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的修辞研究人员在胡裕树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修辞学史的两个阶段:撰写修辞学史论文和撰写

修辞学史专著。多角度、多侧面地撰写修辞学史系列论文:(1)断代修辞学史方面，有李金菩的《先

秦修辞理论初探》、《宋代修辞理论的特点》、宗廷虎《论解放前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胡裕

树、李熙宗《四十年来的修辞学研究》。(2)修辞学一个侧面的发展史方面，有李金荃《我国古代

的比喻理论》、李熙宗《建国以来语体研究评述))(上)(下)等。(3)修辞学专著和古今学者的修辞

观研究，有李金菩的《王充的修辞理论》、李行杰、陈光磊《中国古代语音修辞理论的卓越篇

章—读刘韶<文心雕龙·声律>》、宗廷虎《我国古代戏曲修辞论的奇葩—金圣叹的评点修辞》、李

嘉耀的《评<古书疑义举例>》等。(的修辞学史理论方面，有李金芥《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中有以下

间题》，陈光磊的《关于修辞学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宗廷虎、李金菩《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

稿>-一兼论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等。以上只是列举了部分论文篇目。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同仁

仅发表在《<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中的就有一批。散见于全国各个报刊，从不同角度

研究修辞学史的论文有数十篇。 

    撰写的修辞学史专著有:易蒲、李金菩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宗廷虎联合主编的《汉语

修辞学史》，吴礼权的《中国修辞哲学史》和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前三本为通史性

质，后一本为断代史。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复旦的修辞学史研究呈现了全面铺开的特点，对

全国修辞学史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从90年代初起就进入《中国修辞学通史》(以

下简称《通史》)的酝酿和撰写阶段。 

    〔三)((中国修辞学通史》写作缘起与撰写原则 

    1,《通史》的写作缘起 

    如前所述，复旦大学的修辞学成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望道先生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不断在

我们耳际萦回:“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夭，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经过十

年的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我们发现古代还有许多修辞理论宝藏远未被人们论及，过去的研究还嫌

零碎，能不能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修辞学通史》，这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是为了完成望

道先生的遗愿。1991年，宗廷虎向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谈了这一设想，并邀他来领衔当《通

史》的第一主编。郑先生高瞻远瞩，慨然应允。于是即与吉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景良先生联

系，得到张先生及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该社的努力下，这套书又被批准为国家“九五”重点



书目。经过八年的撰写，终于在1998年初完成全书撰写任务，并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该年年底出

版。 

    2.《通史》的撰写原则 

    《通史》撰写过程中力图向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立足于社会大背景 

    修辞和修辞学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的关系十分密

切，以修辞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史，当然与它们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密切了。因此《通史》

将中国修辞学置于二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加强理论的探求和阐释 

    修辞学史的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不是书评的汇编，而是规律的探求和总结。但不论是史料的

挖掘、著作的评析还是规律的总结，都离不开理论的导向。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理论以及哲学、美

学、文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修辞学史的研究中来，并以此为武器，对

修辞学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求和阐释。这种理论性既集中地体现在《通史》“总论”及

各卷各编的“结论”内，也体现在各卷的具体章节中。同时，在史的阐述中尽量将史和论结合起

来。 

    第三，注意处理几种关系 

    C1)古今关系:重古详今，贯通古今。(2〕点面关系:以每一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学说为重

点章节，并与“面”相结合。(3)纵横关系:纵向，就是“历时”的研究。两千多年的修辞学史是一

个有机整体，一根长的链条。横向，就是“共时”的研究。每一历时阶段本身具有白己的特点，

同时又是长链条中的一个链环，它与前、后链均有传承关系。 

    四、研究修辞学史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惫义 

    研究修辞学史的意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是著名的文明古

国，古代典籍的丰富，世所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蕴藏着众多精辟的修辞理论，有的业已

发掘出来，反映在已经问世的修辞学史著作中;有的尚未被发掘和总结。即使如这部《通史》论及

的，也只是这些典籍中不多的一部分。古代的修辞理论，虽然多是吉光片羽，却有着鲜明的民族

特色，它们与西方修辞学明显有别。更多地总结中国修辞学史的经验和规律，可使国内尤其是国

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世界文化中 

的作用和地位，并为中外修辞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第二.为了社会发展中言语交际

的需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总结运用修辞的历史经验，将直接给当前的运用提供启示，至少

可适应以下不同需要:一是国内外和各民族之间人际交往的需要。二是政治形势和商品经济的需

要。如法律诉讼、经贸往来、广告设计等，均需要了解语言运用的规律。三是科学和文化发展的

需要，发展科学，振兴教育，无不与语言运用息息相关。四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需要、语言美的需

要等。修辞学演进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适应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修辞学才能迅速发展。第三，

为了推动修辞学当今的进一步繁荣和21世纪的新发展。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和现实是紧

相连的，要促进现实更快地发展，必须搜集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继承历史上的优良

传统。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在真正的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心历史上有关

修辞的论述，虽然探讨的是早已逝去了的史实，但却能给现实提供宝贵的借鉴，促进今后修辞学

的更好前进。 

①     陈望道1965年10月12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 

②参见胡裕树、宗廷虎的《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

大学出版社，1983),《修辞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修辞学研究))(二)，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3), 

③《修辞学发凡》第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④这三部书的“修辞学史”部分主要采用或参考了日本岛村沈太郎《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新

文章讲话》中的某些观点写成，请参阅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第26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年版。 

⑤赵景深《修辞讲话·序》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⑥宗廷虎、李金菩《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第49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所1965年版。 

⑧克罗奇《历史的理论和实践)),1923年英文本第26页.转引自全增暇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

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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